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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馆公所的分布和祭祀对象

看徽商儒商精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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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明清时期的重要商帮之一,徽商在海内外诸多的商埠口岸都设置了会馆公所。徽商会馆公所的出现,

既是徽商扩展商业版图,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徽商的文化观念。徽商会

馆公所在分布和祭祀对象上表现出的特点,不仅塑造了徽商形象“贾而好儒”、讲信重义的两面,还通过教

育投入、慈善义举、条例规定等措施,传递着徽商对儒商精神的追求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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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商又称“徽帮”,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商人或商

人集团的总称。作为中国著名商帮之一,徽商经营足

迹遍布五湖四海,因其商业资本雄厚、行商人数众多、
经营行业众多,在中国商界称雄长达三百余年,成了

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所创造出的成

功神话,不单单是依靠众多徽州精英商人以及他们的

经营智慧,更多的是根植于徽商内心中的儒商精神。
这种“贾而好儒”、以“义”为先的特有精神,不仅是徽

商成功的不竭动力,更是徽商得以长期兴盛的根本。
学术界此前关于徽商精神研究多侧重精神内涵的总

结,较少地从徽商会馆公所发展过程中蕴含的文化寓

意角度去进行探究。基于此,本文依托《徽商会馆公

所征信录汇编》(李琳琦、梁仁志编,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等资料,将徽商会馆公所作为研究对象,对会馆

公所中的祭祀崇拜对象、儒商形象塑造与儒商精神的

形成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徽商精神的认识。
一、徽商会馆公所的形成

会馆公所是明清以来流寓客地的同乡人或同业

者,以乡土或是同业为纽带而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

织。它的出现是对家族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的

适应与创造,具有整合商业资源和传承地域文化的功

能。实际上,徽商会馆公所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的产

生有多种因素影响。
首先,血缘地缘关系凝聚乡人乡情的需要。无论

是在外行商还是在外为官的徽州同乡,都需要一个聚

集点来获得心理安慰和情感激励。会馆公所的出现,
对于寓居外地的同乡人来说就像是生命中多了一束

光,在外寓居遇到艰难挫折时有了共享乡情和帮扶助

力的集会场馆。例如明朝永乐年间,在北京工部主事

的任上,芜湖人俞谟购置土地,建成了芜湖会馆[1],用
于同乡叙情或支持同乡试子应考,最后还在其辞官归

乡时,将会馆托付于同乡京官。会馆的建成和使用,
实质上是官绅阶层为了克服思乡焦虑而抱团取暖,增
强政治地位而积极进取的一种建筑象征。同样,寄旅

在外的徽州商人也有这样的需要。有学者经过调研

后指出,全国府县一级的商帮会馆公所,徽商数量最

多。至清朝末期,全国徽商会馆公所至少在一百个以

上[2],其中大部分是徽商投入人财物来进行建设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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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可以推测,徽商会馆公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商人和官绅阶层寓居异乡,增强情感交流、取
得互信支持的需要。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促使商人聚合的必然。随着

明清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镇数量增多,规模增大,
传统单一家庭或个人行商的散商经营的方式已经难

以适应广阔的市场发展趋势,因此,突破个人或血缘

关系的地缘商帮应运而生,徽商即是一例。面对商品

经济的快速发展期,商品交易也逐渐从奢侈品转向大

宗生活用品。大宗商品牵涉长途贩运,流通商品数量

成千上万,这就要求在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中招入大

量人力,且必须有可靠人员在商业的关键环节进行监

督。另外,晋商等其他地域商帮也在一同参与市场竞

争。激烈的商海竞争和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促使徽

商不仅重视发展血缘关系以互助互信,也注重扩大地

缘关系壮大经营力量。以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方

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徽商从散商逐渐走向聚

合。作为一个典型地域商帮形象出现的徽商,已经发

展壮大成规模的商人群体。随着经营地域的不断拓

展,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多,徽商需要固定的组织和固

定的聚集交流场所。可见,徽商会馆公所的出现有其

历史的必然性。
最后,儒家文化观念推动会馆功能的多样。儒家

重视孝道,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和“安土重迁”此类

古训。徽州商人迫于生意而远离他乡,生不能常伴父

母寄住原籍,然而服丧或是归葬始终是要回原籍,千
里迎柩也要让灵魂回到故乡[3]。这是儒家重视孝道

的一种广义上的礼俗体现。徽商会馆公所中殡所、义
阡等善堂组织的创办,建立“寄棺送葬”的各项管理机

制,实际上是这种重视落叶归根的礼俗力证。这样的

观念推动了会馆公所具备了慈善公益的功能,凝聚了

具有相同乡俗和文化理念的徽州同乡的向心力。除

此之外,儒家的义利观,也推动着会馆公所中祭祀崇

拜神位的发展,促使会馆公所在教育、经商等方面服

务功能得以扩展和深化。
徽商会馆公所的形成,不仅说明了当时的商品经

济已处于高度发展的阶段,也意味着徽州商人脱离散

商经营,扩大行商规模,定点布局海内的大幕开启。
二、徽商会馆公所的分布和崇祀对象的特点

徽商会馆公所或由地方官员,或由功名的商人,
或二者结合倡导建成,其中商人居多。他们利用自身

的人脉、威望和影响力,投入资金和热情,带动同乡士

商共同兴建、经营和维护会馆公所。由此,一个个既

可以聚集共叙乡情,聚族同业行商,还可以共享商场

信息,行商坐贾配合的徽商聚集点开始遍布四海。
过去有学者一分为二地认为,会馆指的是同乡组

织,而公所指的是同业组织。然而,会馆和公所很多

是名异义同。本文研究对象较为宽泛,包含徽商会馆

和徽商公所。“无徽不城镇”的徽商,随着其经营足迹

的延伸,其建成的会馆公所也遍布各省。另据学者研

究,徽商会馆公所的数量至少超过百个。基于此,笔者

参考《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中的资料[4],以建馆

地点、会馆公所名称、创建年代以及祭祀对象为关键

词,针对现存确切文字记录的会馆公所进行统计如下。
表1中32个徽商会馆公所的设立,反映出徽商

的诸多特点,具体如下:
从徽商会馆公所的建立时间来看,八成会馆公所

建成于康熙之后。建成时间节点,反映了当时徽商发

展的时代背景变化,即国家的经商政策逐渐从重农抑

商向重视商人群体转变。康乾盛世的出现,实质上是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能够取得这样盛

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其中必然是有从事商业活

动的商人群体的助力。另外,徽商会馆公所以“联乡

谊、办善举、祀神灵”为组织宗旨,对地方政府维稳大

有裨益。加之,清朝后期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炮和商品倾销战之害,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提出

“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5]。基于

此,重视商业、商人群体或商人组织逐渐得到清政府

的认同,徽商便也乘此东风,以会馆公所的组织形式,
在其商业版图中精心布点。

从徽商会馆公所的名称与其功能的对应关系来

看,会馆公所的取名方式以徽商籍贯为主,以会馆公

所的功能或是地名为辅。徽商会馆公所若是以籍贯

或地名取名,其会馆的建筑组成完整,管理体制详备,
服务功能也较为多样。例如陕省安徽会馆,它是一个

综合且服务功能多样化的会馆公所。据《陕省安徽会

馆录》记载,该会馆不仅在祭祀朱子和关圣帝君上充

满仪式感,为同乡提供义学义园服务,还不忘详细记

录捐输置产情况,增加相关会馆条规,推动了会馆正

常管理和稳定运行[4]276-294。相较而言,会馆公所若以

其功能取名,则其规模偏小,服务功能较为单一。例

如上海星江茶叶公会主要为茶商聚集商议茶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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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星江敦梓堂、新安惟善堂、新安怀仁堂主要为 同乡停放、寄存、掩埋棺木服务。
表1 徽商会馆公所的分布、祭祀对象等情况

序号 建馆地点 名称 创建年代 祭祀对象

1 北京 歙县会馆 乾隆七年 祀朱子和关公

2 北京 京都绩溪馆 乾隆七年 祀关公

3 陕西西安 陕省安徽会馆 嘉庆二十五年 祀朱子和关公

4 上海 徽宁思恭堂 乾隆十九年 祀朱子和关公

5 上海 上海星江茶叶公会 无明确记载 祀朱子

6 上海 星江敦梓堂 咸丰年间 祀朱子

7 浙江杭州 徽国文公祠 乾隆时期 祀朱子

8 浙江杭州 新安惟善堂 嘉庆初 祀朱子和关公

9 浙江杭州 新安怀仁堂 嘉庆初 祀朱子和关公

10 浙江杭州 徽商公所 乾隆 祀朱子

11 浙江衢州 徽国文公祠 乾隆二十一年 祀朱子

12 浙江武义 新安会馆 无记载 祀朱子

13 浙江汤溪 紫阳书院 无记载 祀朱子

14 浙江湖州 新安会馆 道光十一年 祀朱子

15 浙江湖州 敦仁堂 无记载 祀朱子

16 江苏苏州 大兴会馆 康熙十九年 祀朱子和关公

17 江苏苏州 徽郡会馆 乾隆 祀朱子

18 江苏苏州 徽宁会馆 嘉庆十四年 祀朱子和关公

19 江苏苏州 安徽会馆 无记载 祀朱子

20 江苏扬州 徽州会馆 光绪前 祀朱子

21 江苏泰州 新安会馆 无记载 祀朱子

22 江西鄱阳 婺源会馆 康熙二十七年 祀朱子

23 江西广丰 徽国文公祠 无记载 祀朱子

24 江西昌江 文公会馆 无记载 祀朱子

25 江西宁州 宁州会馆 无记载 祀朱子

26 安徽六安 六安会馆 光绪十七年 祀朱子

27 安徽芜湖 徽州会馆 康熙十九年 祀朱子

28 安徽芜湖 徽国文公祠 嘉庆年间 祀朱子

29 安徽歙县 歙县馆 同治八年 祀朱子

30 湖北汉口 汉口紫阳书院 康熙三十三年 祀朱子

31 湖南长沙 新安会馆 康熙二十年年 祀朱子和关公

32 福建福州 闽省安徽会馆 同治元年 祀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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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徽商会馆公所的祭祀对象来看,崇祀的对象主

要集中在朱子和关圣帝君,其中同时祭祀二者的占四

分之一。祭祀神灵祈求保护是会馆公所每年必然要

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这从汉口紫阳书院对崇祀规制

的记录可见一斑。汉口紫阳书院每年崇祀的规制有:
纪恩,即感谢圣恩;举行春秋两祭,每一次祭祀在祭

器、祭品、办事人员、执事人员、祭前祭后流程、祭中仪

礼都有严格且详细的规定;祭祀朱子的各种祭文,包
括迎神告文、春祭文、春正祭文、生日祭文、秋正祭文

等[4]19-79。朱子并非徽商公馆公所祭祀的唯一,不过

它和关夫子却是祭祀对象的主流,其他偶有祭祀的神

灵是文昌帝君等。
三、徽商会馆公所中徽商对儒商形象的塑造

横跨大陆南北,延伸长江东西,徽商会馆公所的

分布区域,无疑是当时徽商商业版图之广,经商规模

之大,经营网络之密的力证。如果将视角聚集到会馆

公所本身,它在名称、建筑布局、管理运行体制机制等

方面的特质,无一不是对徽商群体的精神内涵、经营

理念、形象塑造的诠释和注解。当然,徽商对朱子和

关圣帝君的崇祀,也是他们对儒商形象和信义商人形

象的塑造和对儒商精神的追求。
(一)崇祀千古儒宗———朱子

寓流外地经商的商帮多以同乡中的著名人物或

是英雄人物为祭祀对象。“几乎所有的徽商会馆都将

朱熹作为祭祀行列的首位”[6]。朱熹有“东南邹鲁”之
称,他建立了严密的理学体系。朱子理学强化“三纲

五常”,适应统治者对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要求,
因而被尊奉为官学。同时,他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
也被皇帝诏定为取士标准。朱子为官方所推崇,直接

影响并推动了徽商崇祀朱子。与此同时,徽州作为朱

子桑梓之邦,深受朱子理学的影响,徽州商人在“以义

取利”“以义制利”等文化氛围熏陶中,重视从商的精

神追求,注重做人品格的锤炼,也注重对“虽为贾者,
咸近士风”的形象塑造。

基于此,徽商开始出现了大肆祭祀乡土神朱子。
具体情况如下:一是单一祭祀乡土神朱子。清代乾隆

时期在杭州建成的徽国文公祠,即徽商木业公所规定

了每年的九月十五日,在“先贤朱子生辰”时应当“办
香烛、贡献,虔忱礼拜”[4]1047。即使在每年六月朔日

公所算账之前,当地徽商都要聚集堂前,施以“朱子神

前焚香礼拜”[4]1047 礼节后,才开始正式查核账目。同

样,闽省安徽会馆也规定了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先贤朱

文公,祭祀前要“衣冠齐集”“仪品如典礼”[4]335。由

此,祭拜朱子对于徽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二是同时

祭祀乡土神朱子和外乡神关公等。嘉庆朝六安会馆

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专为祭祀而建设的祠庙,即关帝庙

和徽国文公祠。虽同时祭祀,但祭祀朱子要更为重

视,如徽商在六安会馆的创建小记中将朱子尊称“为
百世师、千古儒宗”[4]884。

徽商会馆公所中设置供奉朱子的神位和专殿,徽
商群体这种诚心祭祀的方式,意在使“吾乡贵贱老少

咸知循礼守义”[4]79 的朱子思想,注入徽商群体,从而

得以塑造“贾而好儒”的良好商人形象。
(二)崇祀信义化身———关公

关圣大帝是常见的乡土神灵之一。这与三国时

期关公的信义形象密不可分。三国时期,关羽即使是

身在曹营,但心仍在汉,历经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誓死

坚守当初桃园结义的兄弟情谊。关公一生践行的信

义精神与徽商一诺千金的经商理念、消费者对经商从

业者诚信经营的期盼都非常契合。
关帝诚信忠义的形象深入人心,徽商将关圣帝君

作为其会馆公所中崇祀的对象之一,并且注重吸收其

义气忠心的精神特质,塑造徽商诚实守信的形象,锻
造以义取利的信义精神。例如陕省安徽会馆规条中

第一条即规定了“馆内头进供奉关夫子”[4]282 的祭祀

流程,确定了每年“春秋祀事”的具体承办方,还精心

安排了“昼夜演戏”等活动;京都绩溪馆在会馆碑记中

记载了右馆“后层正房三间,中一间供神”[4]385,以此

每年“五月十三日恭祀关圣帝君”,同时规定了祭祀人

员须为“同乡年十五以上”,且“均衣冠齐集”[4]367 才

能入席参加仪式。通过规范的祭祀仪式和正式的祭

祀场所,徽商将祭祀关公的活动,突破了祭祀本身,走
向了塑造信义形象的集体意识之路。由此,即便是外

乡神的关公,也能因其有信义象征的意义,而成为徽

商乃至其他商帮联络同乡的精神纽带。
四、徽商会馆公所中徽商对儒商精神的追求

祭祀朱子和关公在徽商会馆公所条例中占据极

为重要的地位。徽商通过这样的祀神方式,继承了朱

子的理学思想,汲取了关公的信义精神,塑造了饱含

儒商精神的商人形象。那么,在会馆公所中,徽商儒

商形象潜藏下的儒商精神则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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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书院,滋养儒商精神

建筑凝固了文化,徽商会馆公所的建筑设计也蕴

含了徽商厚重的历史文化,凝结着徽商的特有精神。
其中,书院等具有教育功能的建筑兴建,不仅反映了

徽商乐善好施,资助教育之举,也影响着儒商精神的

养成。徽商在会馆公所中大力兴学,资助教育,符合

徽商“贾而好儒”的需要。不论是官场还是商界,儒家

思想滋养下徽商本质上追求儒商的出世精神。而这

一切都需要进行儒学教育,尤其是学习当时的朱子

思想。
以湖北汉口的新安会馆为例,它虽然被称为汉口

紫阳书院,但它的设立目的却与会馆公所并无二致,
皆是方便“负笈来游”[4]105 的新安同乡,使得他们在

异乡有寓流之所。汉口紫阳书院取名书院,崇祀朱

子,其在会馆建筑图说、道统源流追述、会馆建置、崇
祀、学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书院建筑图说《汉
口徽国文公祠堂总图记》中记载祠堂“规模正大,雅冠

众构”[4]10,处于循礼坊的中心位置,与文公寝、御书

楼、藏书阁、文昌阁、义学、六水讲堂、魁星阁等共同组

成了紫阳书院,其中御书楼还“供奉圣祖仁皇帝御书

朱子诗”[4]10;书院追述道统,认为朱子是“集诸儒之

大成”[4]37;书院崇祀朱子仪式分为春秋两祭,且祀仪

程式与祭文详尽完备;书院学规中明确提出“学以聚

之”,认为书院设义学、尊朱子,实质上有“联梓谊”的
初衷。以上这些都是汉口紫阳书院中徽州商人坚持

以教育投入,推动儒家文化思想的传承的有力证据。
同时,徽 商 强 调 读 书,认 为 为 学“乃 铢 积 寸 累 而

成”[4]55。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量变到质变的哲理,
与行商坐贾的经商人生是相通的。将治学修身作为

人生基石,徽商重视书院的教育功能,注重继承乡贤

朱子的思想价值,还能窥见徽商塑造儒商形象的自觉

意识。
(二)设置义庄,提倡人文关怀

儒商形象塑造的自觉意识还表现为徽商的热心

公益慈善的义举。商业上取得的财富给了徽商仗义

疏财的物质前提,同样徽商通过各类公益活动增强商

帮凝聚力又加速商业规模的扩大。徽商的义举活动

主要包括失业生活救助、赈济灾荒、设置义庄义冢等。
如果说因生意失败而生活窘迫,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

的救助,主要是物质层面的帮扶,那么因入土为安的

乡土情怀,设置的义庄义园义冢,则体现了徽商在精

神层面,对会馆同籍乡党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

是对客死他乡乡人的精神慰藉,由此,徽商会馆公所

中的义庄也是在外同乡的灵魂港湾、心理依靠。
以北京《歙县会馆》为例,歙县会馆设置义庄,目

的是满足无法归榇的在京同籍入土为安的需求。在

京徽商慷慨捐资,增置土地,支持义庄义冢建设。这

些义举既包含了同为乡亲的“恻隐之心”,又有徽商想

要获“永受阴报”,得“倡义之功”[4]188 的精神需要。
因而,歙县会馆中出现了大量义庄土地增置、义庄祭

祀、义庄条规以及义庄捐输的具体记录。会馆记载了

明嘉靖四十一年至清道光七年之间超过260年的义

庄土地增置变化;记录了春秋祭祀规制,规定了别葬

法,以法来杜绝冒葬现象的频发;出台了义庄条规,用
共同接受的准则去规范管理;记载了不同年份的捐输

详情,既有茶行、茶铺、茶商、银楼、银作坊等商人名

号,也有他们捐输数额清单。通过以上种种义举,同
籍乡人不仅生前可以寄托哀思,死后还可以安稳长

眠。然而,义庄的设置和发展,绝非一人之功,“实赖

众成”[4]192。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形成合力,义举成

功与徽商的经商道理是一致的。将义举慈善作为行

路助力,既是徽商重视以义举联结同乡之谊,树立轻

财尚义形象,又是徽商为了守望相助而从善经营的奋

斗动力。
(三)规范经营,凝聚信义精神

徽商的儒商精神源于儒家道德观念。徽商有“不
儒则贾”的情结,科举之路不通则走商贾之路。对徽

商而言,行商聚集财富不如中科举更能光耀门楣,徽
商对儒学的尊崇可见一斑。因此,即便科举之路失

败,走上行商作贾的徽商仍以儒家思想为准绳。这集

中表现在徽商公馆公所中公议行规的设置。
以《徽宁思恭堂》公议堂中规条为例,思恭堂对各

项事宜的管理,以制度的方式加以明确,以惩戒措施

加以规范,这与徽商规范的经商行为一脉相承。思恭

堂作为徽商会馆公所之一,其规范的经营行为,是徽

商经营理念的一个缩影。修建会馆公所之初,惩戒和

规范的条例随之产生,祭祀的同时受到公议条例的管

制约束,这样的信义行为实际上凝聚着徽商的信义精

神。如“议堂宇”条例规定了值守思恭堂的人需恪守

规定,不许容留顽劣之人欢歌宴饮聚众赌博,如有发

现则报官处理,绝不姑息;“议棺柩”条例规定了同乡

的姓名与棺柩凭票进堂,一旦发现是别郡棺木混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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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则“责成保人领出,并公同议罚”[4]1215,施以惩戒。
严格的条例保障了会馆公所的正常经营秩序,为徽商

选择诚信的经营方式营造了环境,也同时影响推动着

徽商去塑造诚实守信的商人形象,维护信义精神。将

规范经营作为行商理念,表现出徽商在经营会馆与经

营生意的理念一致性,本质上也是徽商崇尚信义的

体现。
综上所述,徽商由散商发展成为商帮,形成了庞

大的商业网络,徽商会馆公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借此平台,纵横海内的徽商网络得以形成,崇祀

朱子与关公等典礼仪式得以继承,寓流商贾得以帮扶

照应,寄旅乡人得以安放灵魂。基于此,会馆公所中

的徽商,不但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塑造了深入人心的

儒商形象,还铸就了立足于世的儒商精神。这种精神

既是徽州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同

时代的商帮精神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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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oneoftheimportantcommercialgangsinthe Mingand Qingdynasties,Huizhou
merchantssetupguildhallsatmanycommercialportsathomeandabroad.Theemergenceoftheguildhalls
isnotonlyHuizhoumerchants’needtoexpandtheircommercialterritoryandbusinessscale,butalso
reflectsthedevelopmenttrendofcommodityeconomyandtheirculturalconcept.Thecharacteristicsofthe
distributionandsacrificialobjectsofHuizhouguildhallsnotonlyshapetheimageofHuizhoumerchants,that
is,“tradingwhilefavoringConfucianism”and“emphasizinghonestyandrighteousness”,butalsoconveythe
pursuitandpromotionofthespiritofconfuscian menchantsthrougheducationalinvestment,charitable
deeds,regulationsandoth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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